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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物种多样性、结构多样性以及土壤养分对林分乔木生物量的影响及其驱动机制，为森林的科学经营

和碳汇功能提升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辽东山区蒙古栎 Quercus mongolica 林为研究对象，利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

物种多样性、结构多样性以及土壤养分对林分乔木生物量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选择物种多样性和结构多样性的最优指

标，结合土壤养分因子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定量分析物种多样性、结构多样性和土壤养分对林分乔木生物量的直接和间

接影响。【结果】①物种多样性、结构多样性均对林分乔木生物量有显著影响。其中，物种多样性中的丰富度 (相关系

数 r=−0.503，P＜0.01) 和香农指数 (r=−0.417，P＜0.01) 与乔木生物量呈极显著负相关，结构多样性中的胸径香农指数与

乔木生物量呈极显著正相关 (r=0.405，P＜0.01)。②通过最优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可知：物种多样性、结构多样性对林分乔

木生物量均有显著的直接效应，路径系数分别为−0.394 (P＜0.01) 和 0.280 (P＜0.05)；土壤养分对乔木生物量的直接影响

并不显著，主要通过结构多样性和林分密度间接作用于乔木生物量，路径系数分别为−0.470 (P＜0.01) 和−0.655

(P＜0.01)。【结论】物种多样性和结构多样性直接影响辽东山区蒙古栎林乔木生物量，而土壤养分则通过林分结构 (结

构多样性和林分密度) 间接影响其乔木生物量。图 4 表 2 参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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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of tree biomass in Quercus mongolica forest in
the mountainous region of eastern Liaoni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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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elucidate the impacts of species diversity, structural diversity, and
soil  nutrients  on  tree  biomass  in  forest  stands,  thereby  providing  a  scientific  basis  for  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and enhanced carbon sequestration capacity. [Method] The study focuses on Quercus mongolica
forest  in  the  mountainous  region of  eastern  Liaoning Province.  A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was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species diversity, structural diversity, and soil nutrients on tree biomass of forest stands.
Based  on  this  analys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measures  of  species  and  structural  diversity  were  identified.
Subsequently,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quantitatively  evaluate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n  tree  biomass. [Result] (1)  Both  species  diversity  and  structural  diversity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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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e  biomass  of  forest  stands.  Species  richness  (r=−0.503, P＜0.01)  and Shannon index (r=−0.417, P＜0.01)
within  species  diversity  we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ree  biomass  of  forest  stands,  while  the
Shannon  index  of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within  structural  diversity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ree  biomass  of  forest  stands  (r=0.405, P＜ 0.01).  (2)  The  optima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rect effects of species diversity and structural diversity on tree biomass of forest stands, with path
coefficients  of −0.394  (P＜ 0.01)  and  0.280  (P＜ 0.05)  respectively.  Although  soil  nutrients  did  not  have  a
significant  direct  impact  on  tree  biomass,  they  influenced  it  indirectly  through  their  effects  on  structural
diversity  and  stand  density,  with  path  coefficients  of −0.470  (P＜ 0.01)  and −0.655  (P＜ 0.0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se findings emphasize the primary role of species and structural diversity as direct drivers of
tree biomass in Q. mongolica forest, while soil nutrients indirectly contribute to tree biomass by shaping forest
stand structure. [Ch, 4 fig. 2 tab. 46 ref.]
Key words: tree biomass; species diversity; structural diversity; soil nutrition; Querus mongolica forest

森林生物量是森林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研究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基础[1]，也是评估

森林碳收支的主要参数。森林生物量是衡量森林碳储存能力的关键指标，对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要

的作用[2]。开展森林生物量及其驱动机制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及动态变

化，而且对于提升森林经营管理水平，增强碳汇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关于森林生物量驱动因素的研究逐渐成为生态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众多研究表明：物种

多样性的增加有助于促进森林地上生物量的积累[3−6]。生态位互补假说为这一现象提供了理论解释，认

为随着物种多样性的增加，物种间相互作用趋于复杂化，促进了生态位的分化和物种在资源利用上的竞

争，提高了生态系统对资源的利用效率[7]，进而促进了森林生物量的积累。然而，也有研究指出：物种

多样性与生产力的关系可能因生态位重叠和竞争压力的增加而变得不显著甚至呈负相关[8−9]。可见，关

于物种多样性对森林生物量的影响机制仍存在较大的争议。

结构多样性为林木个体在空间分布、物种组成和树木大小 (树木高度和直径) 上异质性的指标[10−11]，

能够反映森林空间结构 (水平和垂直结构) 的复杂性[12]。复杂的林分结构能够提供更丰富的生境空间和资

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轻竞争压力，进而促进地上生物量的积累[13−14]。有研究认为：相较于物种

多样性，结构多样性对森林地上生物量的影响更为显著，物种多样性通过结构多样性间接作用于森林地

上生物量[15−16]。

然而，物种多样性和结构多样性并非森林地上生物量的唯一驱动因素，它同时受土壤、地形、气候

等非生物因素的影响[17−19]。HOFHANSL 等[20] 研究指出：在局域尺度上土壤养分是影响森林地上生物量

的重要因素。何潇等[21] 对退化生态系统林分碳储量的研究发现：气候是林分碳储量变化的主要影响因

素。贾勃等[22] 对东北针阔混交林的研究表明：海拔和年均气温是影响林分生物量变化的关键非生物因

素。综上所述，在研究森林生物量驱动因素时，不能仅考虑单一因素的影响，需要综合考虑生物和非生

物因素的相互作用，全面衡量森林地上生物量的多元驱动因素[21, 23]。

蒙古栎 Querus  mongolica 林是中国东北地区典型的植被类型，面积占东北有林地面积的

15%~20%[24]，在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木材供应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长期的不

合理经营，蒙古栎林的生产力和生态功能受到了严重影响。因此，本研究以辽东山区蒙古栎林为研究对

象，采用线性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物种多样性、结构多样性以及土壤养分等对林分乔木生物量

的影响，以期为辽东山区蒙古栎林的可持续经营和碳汇功能提升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境内 (41°40′~41°35′N，124°26′~124°20′E)，该区属北温带大陆性季

风气候区，年均气温为 7 ℃，年均降水量为 750~850 mm，≥10 ℃ 的年有效积温为 2 300~2 50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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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期为 150 d。土壤类型以暗棕壤和棕壤为主。主要森林类型为蒙古栎林、阔叶混交林、针阔混交林以

及人工林。主要乔木树种有蒙古栎、色木槭 Acer mono、胡桃楸 Juglans mandshurica、水曲柳 Fraxinus
mandshurica、 落 叶 松 Larix  gmelimii、 红 松 Pinus  koraiensis、 花 曲 柳 F.  rhynchophylla、 紫 椴 Tilia
amurensis、榆树 Ulmus  pumila 等。主要灌木树种有长白忍冬 Lonicera  ruprechtiana、卫矛 Evonymus
alatus、绣线菊 Spiraea salicifolia、胡枝子 Lespedeza bicolor 等[25]。 

1.2    样地设置与调查

分别于 2020 和 2023 年的 6—8 月，在全面踏查的基础上，按照龄组、地形因子等差异性，选择具

有代表性的蒙古栎林，设置 25 m×25 m 的样地 28 块，30 m×30 m 的样地 19 块，共计 47 块样地。对样地

内所有胸径 (DBH)≥5 cm 的树木进行每木检尺，记录树种的名称、位置 (x，y)、胸径、树高等。同时利

用手持全球定位系统 (GPS) 测定样地的海拔、坡向、坡位、坡度等信息。样地基本信息见表 1。
  

表 1    样地基本信息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ample plots

龄组 胸径/cm 树高/m 林分密度/(株·hm−2) 林分断面积/(m2·hm−2)

幼龄林 11.5~13.5 9.7~11.8 1 256~2 289 20.10~27.06

中龄林 12.9~15.9 9.8~11.0 1 089~1 578 22.39~28.47

近熟林 18.9~24.6 11.1~15.0 688~1 040 20.15~33.03

成熟林 16.2~19.2 10.7~14.7 1 000~1 222 29.23~34.79

过熟林 18.3~20.7 11.4~15.9 733~956 31.69~44.69
  

1.3    生物量计算

采用异速生长方程计算样地内所有乔木的生物量。不同异速生长方程模型及其参数设定见《中国主

要林木生物量模型手册》[26]。 

1.4    物种多样性和结构多样性

采用物种丰富度、物种香农指数和均匀度指数代表林分物种多样性，计算公式详见参考文献 [12]。
采用胸径的香农指数、均匀度指数和变异系数代表结构多样性，计算公式详见参考文献 [13]。 

1.5    土壤养分测量

在样方的四角和中心采集 0~20 cm 土层土壤样品 500 g，于实验室内测定全氮、全磷、速效氮、速

效磷以及有机质含量。土壤全氮采用凯氏定氮法测定；速效氮采用氢氧化钠水解-碱解扩散法测定；全

磷和速效磷采用钼锑抗吸光光度法测定；有机质采用重铬酸钾容量法测定。 

1.6    因子筛选

由于土壤养分因子较多，结构方程模型不容易

收敛，因此，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土壤养分进行主

成分提取。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第 1 主成分解释

了总体变异的 89.7%，第 2 主成分解释了总体变异

的 7.6%，由于第 1 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大于 70%，

因此，选用第 1 主成分代表土壤养分 (图 1)。在结

构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指标的筛选上，选择与林分

乔木生物量相关性最大的指标来代表林分结构的复

杂性和物种多样性。

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土壤养分、林分密度、

结构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对林分乔木层生物量的直

接和间接效应。首先，假设土壤养分、林分密度、

结构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直接影响乔木生物量，土

壤养分也可通过物种多样性、结构多样性间接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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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土壤养分主成分分析
Figure 1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of soil nutr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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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木生物量，建立初始模型。

在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前，使用 Z-score 标准化方法对模型中的自变量和响应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以消除不同变量在量纲上的差异。利用方差膨胀因子 (VIF) 来检验自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若

VIF＞10，则表明自变量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若 VIF＜10，则表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

的共线性[13]。验证结果显示：VIF＜10，因此可以确认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采用最大似然法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拟合，在评价模型优度时，利用卡方检验比较拟合优度指数

(CFI)、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 (RMSEA) 以及显著性概率 (P)。拟合优度的临界值一般为 CFI＞0.9，
RMSEA＜0.08，P＞0.05[27]。 

1.7    数据处理

主成分分析采用 SPSS 21.0，结构方程模型构建采用 AMOS 23.0，绘图采用 Origin 2019。 

2    结果与分析
 

2.1    辽东山区蒙古栎林乔木生物量特征

辽东山区蒙古栎林乔木生物量为 276.49  t·hm−2。其中，优势树种蒙古栎的生物量占比最大

(83.67%)，为 231.34 t·hm−2，其次为花曲柳 (6.46%)、紫椴 (3.81%)、胡桃楸 (1.69%) 和色木槭 (1.42%)，
这 5 个树种共占林分乔木总生物量的 97.05%，其他树种仅占林分乔木生物量的 2.95%(图 2A)。可见，优

势树种蒙古栎对林分乔木生物量起决定作用。从不同龄组蒙古栎林乔木层生物量特征来看，幼龄林的生

物量最低，为 178.18 t·hm−2，其次为中龄林，近熟林和成熟林乔木层生物量相差不大，过熟林最高，为

409.62 t·hm−2，为近熟林和成熟林的 1.4 倍 (图 2B)。表明随着龄级的增加，乔木层生物量呈增加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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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辽东山区蒙古栎林优势树种和不同龄组乔木层生物量分布特征
Figure 2    Biomass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ominant tree species and different age-class trees in Q. mongolica forest in the mountainous region

of eastern Liaoning Province
  

2.2    物种多样性、结构多样性对林分乔木生物量的影响

通过对物种多样性、结构多样性指数与林分乔木生物量做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图 3) 可知：代表物种

多样性的丰富度和香农指数均与林分乔木生物量呈极显著负相关 (相关系数 r=−0.503，P＜0.01；
r=−0.417，P＜0.01)，代表结构多样性的胸径香农指数与林分乔木生物量呈极显著正相关 (r=0.405，
P＜0.01)，而物种均匀度指数、胸径均匀度指数和胸径变异系数与林分乔木生物量相关性不显著。这表

明物种多样性越高，林分乔木生物量越低，同时林分胸径结构多样性越高，林分乔木生物量越高。 

2.3    各因素对林分乔木生物量的影响

以林分乔木生物量为因变量，物种多样性、结构多样性、土壤养分和林分密度为潜变量构建结构方

程模型，最优模型结果 (图 4 和表 2) 表明：各变量共解释了林分乔木生物量变化的 27.7%。林分的物种

多样性、结构多样性对乔木生物量均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394 (P＜0.01) 和 0.281
(P＜0.05)，土壤养分对林分乔木生物量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主要是通过结构多样性和林分密度对林分

乔木生物量产生间接正影响。林分密度对林分乔木生物量的影响也是通过物种多样性和结构多样性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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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的负影响。 

3    讨论
 

3.1    结构多样性对林分乔木生物量的影响

林分结构多样性是反映树木个体大小差异的关

键指标，主要来源于种内或种间个体的非对称竞争

机制，同时也受到物种固有生物学特性差异的影

响[28−29]。大量研究表明：复杂的林分结构对于促进

林分生物量的积累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15−16, 22, 30]。本

研究也得出相同的结论。一方面，林分结构多样性

的增加促进了光资源分配的优化，使生长在中下层

的林木通过冠层间隙获得更多的光照，提高了森林

对光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有利于林分生物量的积

累[27, 31]。另一方面，复杂的林分结构促进了物种的

生态位分化，使得不同层次的植物能够更加有效地

利用资源，减少竞争压力，进而有利于林分生物量

的提高。此外，林分结构多样性增加的同时提高了

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抗逆性[32]，从而有助于维

持较高水平的生物量。总之，林分结构可通过合理

利用资源、促使生态位分化以及维持生态系统的稳

定性和抗逆性等，促进林分生物量的增加。 

3.2    物种多样性对林分乔木生物量的影响

物种多样性与林分生物量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研

究的热点。已有研究普遍认为物种多样性的增加能

够通过生态位互补效应促进林分生物量的积累[3−4]。

不同物种在资源利用上的差异性，通过生态位分化

降低了物种间的竞争，从而提高了林分对资源的整体利用效率[13, 30, 33]。然而，本研究结果与以上结论并

不一致。本研究发现：随着物种多样性的增加，林分乔木生物量呈降低趋势。这一结果与朱杰等[11] 对南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研究以及谭珊珊等[23] 对巴拿马热带雨林的研究结果相一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

能与研究对象所处的演替阶段有关。前者的研究对象主要处于演替前期，林分结构相对简单，物种间的

竞争较弱，物种多样性的增加有利于生态位的分化，从而促进了林分生物量的积累。此外，演替前期，

林分中物种数量较少，多以高生产力、低碳储量的演替先锋物种为主，随着物种多样性的增加，群落中

包含高碳储量物种的机会增多，从而促进了林分生物量的增加[3, 34]。相反，在演替的中后期 (或近成熟

林)，与生态位互补效应相比，非对称性竞争效应更为显著，林分生物量主要取决于高碳储量的树种，

 

生物量是以10为底的对数值，r为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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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物种多样性和结构多样性与林分乔木生物量的线性回归分析
Figure 3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pecies diversity, structural diversity, and stand tree bio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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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生物和非生物因素对林分乔木生物量影响
的结构方程模型图

Figure 4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diagram of the impact of biotic and

abiotic factors
 

表 2    最优结构方程模型中各解释变量对林分乔
木生物量的标准化效益

Table 2    Standardized  effects  of  each  explanatory  variable  in  the
optima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n  the  biomass  of  forest
stand trees

项目
效应值

结构多样性 物种多样性 土壤养分 林分密度

直接效应 0.281 −0.394 −0.025 0

间接效应 0 0 0.244 −0.393

总效应 0.281 −0.394 0.219 −0.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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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高碳储量树种的竞争作用抑制了其他树种对资源的利用[11, 35]，从而间接限制了物种多样性的增加，

导致物种多样性与生物量呈负相关。此外，森林类型也是影响物种多样性与林分地上生物量关系的重要

因素。在蒙古栎林中，蒙古栎作为优势树种，具有较高的生产力和较强的竞争能力，不仅促进了林分生

物量的积累，同时也抑制了其他竞争能力较弱的树种，导致物种多样性降低。物种多样性与林分生物量

之间的关系还与环境条件、资源可获得性以及研究尺度等因素密切相关[11, 33−39]。吴初平等[3] 通过对亚热

带次生林的研究指出：在不考虑环境因子时，物种丰富度与林分生物量呈显著的线性正相关，当考虑土

壤、地形、光照等环境因子时，物种多样性与林分生物量之间的关系受多种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而变得

复杂。同样，物种多样性与林分生物量之间的关系还表现出尺度依赖性，即随着空间尺度的增加，物种

多样性与林分生物量之间的关系逐渐由正相关转变为不相关，甚至负相关[6, 23]。总之，物种多样性与林

分乔木生物量之间的关系具有多维度，且十分复杂，这是演替阶段、森林类型、环境因素、研究尺度等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3.3    土壤养分对林分乔木生物量的影响

土壤养分作为森林生态系统中非生物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林分生物量具有显著影响[40−42]。土壤

中含有树木生长的必需元素，这些元素有效性的增加对林分生物量的积累具有积极的正效应[9, 43]，但也

有研究表明：随着土壤养分的增加，林分生物量呈降低趋势[39]，这可能是由于土壤养分的增加，加剧了

种间竞争，导致树木死亡率提高或树木生长受到抑制[44]，从而使林分生物量减少。土壤通过影响树木的

生长和存活状况，对林分生物量的累积产生直接影响。同时，它也可能通过影响生物因素，如物种组

成、林分结构和功能性状等，间接影响林分生物量的变化[45]。本研究表明：土壤养分对林分乔木生物量

的直接作用并不显著，而是通过林分结构 (结构多样性和林分密度) 对林分乔木生物量产生间接正影响。

在蒙古栎林中，相对于土壤养分等环境因子而言，光照可能是林木生长的主要限制因素[46]，林木通过增

加结构的异质性，增强对光资源的捕获和利用效率，从而间接促进林分生物量的积累。 

4    结论

本研究表明：林分结构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对林分乔木生物量均有直接影响，林分结构多样性与林

分乔木生物量呈正相关，而物种多样性与林分乔木生物量呈负相关，土壤养分对林分乔木生物量的直接

影响不显著，而是通过林分结构 (林分密度、结构多样性) 间接作用于林分乔木生物量。因此，在森林经

营管理实践中，调整和优化森林的树种组成，增加森林结构的异质性对提高森林碳汇功能具有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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